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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问题的本土化思路 

 

温铁军 

 

"三农"问题是历史必然和世界普遍现象 

 

    20世纪中国经济史主要是一个追赶工业化的过程。工业化的原始积累一般都是从农业提取

的。中国是一个人口过多、资源短缺的国家，农业资源短缺，而农业人口总量很大，人均资

源量就很小，相对的，人均农业剩余就更小。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够从农业提取高度分散

又很少的剩余，来完成工业化的资本原始积累呢？那就是只有少数人在城市，才能更多地去

占有农村的资源，才能形成城市的工业化；而农村，会仍然停留在相对比较传统的生产方

式，比较落后的社会形态中。这就是城乡二元结构在中国的客观历史必然。所以，只要追求

工业化，就必然产生"三农"问题。如果工业化只能靠占有国内的农业剩余来完成原始积累，其

制度成本就非常高，产生城乡二元结构就可以被作为高成本的制度来看待。 

    "三农"问题其实也是世界普遍现象。我已经去过三四十个国家，不论是印度、孟加拉、泰

国、菲律宾还是墨西哥、巴西等等，发展中的人口大国具有普遍性的问题，都是从农业提取

积累来完成工业化，也都会出现农村凋敝，小农破产。随着工业化的发展而出现两极分化，

城乡差别拉大。 

    中国是这些发展中人口大国之中唯一以战争形式（三次土地革命战争，成千上万人的牺

牲），完成了民主革命的核心任务-平均地权。20世纪的下半叶，任何一代中国领导人，毛泽

东、邓小平、江泽民都宣布过给农民平均分地：1949年毛泽东宣布给农民土改，分了一次

地；1978年邓小平推进大包干，给农民分了一次地；到1996年江泽民宣布二轮承包，30年不

变，又给农民分了一次地。 

    无论是墨西哥，还是巴西，无论是印度，还是孟加拉，无论是菲律宾，还是印度尼西亚......

比较普遍的问题是土地私有化条件下大地主、大农场主、大庄园主扩张土地，同期是农村凋

敝、小农破产。而中国则表现为工业化进程加快时，拉动了农村流动打工人口，因此没有出

现其他国家都出现了的大型贫民窟。也不是绝对没有，北京朝阳区"河南村"、丰台区"温州

村"之所以被拆迁，其实就类似于贫民窟。 

    尽管我们已经有1.4亿农民人口流动出来，到沿海和大城市去打工谋生（2004年底据说达到

1.7亿），这几乎是整个巴西的人口。但中国却是唯一的虽有大规模人口流动，却没有出现大

型贫民窟的国家。这种不幸之中的大幸，是因为中央政府强调的是"城乡统筹，协调发展"，而

并没有简单地强调城市化。 

    我第一次去墨西哥看到的是百万人口规模的大型贫民窟，找了一辆出租车，司机不敢熄

火，调过头来随时准备跑，嘱咐我说，发现任何不对头，咱们就赶快逃。为什么害怕？这些

地方根本没有所谓的法制、政府治理，警察、官员都不敢进去，是黄赌毒泛滥、黑社会控制

的地方。 

    国内有些知识分子说，只要加快城市化，农民的问题就解决了。如果他们上发展中国家去

看看城市化，就可能明白，百万千万的农民是"城市化"了，但是大多数在贫民窟里。现在很多

人主张土地私有化，一旦实现，那就是农民大量破产涌入城市，就是大型贫民窟。 

    大凡是人口过亿的发展中国家，都有城市化加快、农村贫困人口转移及其引发的问题。墨

西哥总人口1.3亿，中国仅2003年转移到沿海和城市的农业人口就已经1.4亿了。我们转移出了



一个墨西哥人口，发生过墨西哥的政变、黑社会和社会混乱吗？至今还没有。为什么？是因

为我们的基本制度，中央强调的农村基本经济制度长期稳定不变。如果仅仅几个学者出来一

讨论，我们就把这个制度改了，必然天下大乱。所谓城市化，是一个根据西方发展经验提炼

出来的经典概念，就是城市人口的比重增加，而到中国，就变成了城乡统筹协调发展。大家

都希望把西方的现成概念搬过来就能用，但实际上，搬过来肯定不能用。也不要轻易听信谁

可以解决"三农"问题。学者开出药方很简单，只要加快城市化，只要土地私有化，"三农"问题

就解决了，所以"三农"问题是伪问题。可是有调查研究依据吗？有比较分析吗？前不久有一位

著名的经济学家跟我说了一套完整的理论，这个理论是美国的，在美国也许都对，但是这个

理论不是中国的。美国现在一共才两亿多人口，面积跟中国960万平方公里差不多大，且没多

少沙漠、高原、戈壁，大部分地区水草丰茂。中国已经是五千年农业文明，垦得很多地方寸

草不生，55年前是在四五亿人口这样一个基数上搞工业化，拿美国那个经验形成的理论来做

中国的指导思想，行吗？ 

 

"拉美化"问题与南亚的启示 

 

    江泽民在1990年代中期就指出，如果继续放任社会差别拉大，"恐会酿成大祸"。 

    近年来到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游击区、贫民窟、容易闹暴动的地方调查，跟老百姓交流，我

在心里问：这么好的资源条件，这么富的国家，他们为什么还会闹革命？难道是受点苦受点

压迫就反抗，就起义？中国很多人可能也不理解，觉得能给你工资，让你吃饭就不错。这种

理论已经成为主流。去国外调查后，才知道他们到底为什么。社会暴力冲突问题在中国应该

说是迫在眉睫的威胁，有些地方甚至已经开始不断发生了。防止中国出现类似的社会动乱，

有几个案例也许可资借鉴。 

    一个是巴西的无地农民运动，那是全国范围的大型革命运动。现在一般的观点认为，只要

中国把土地私有化就解决问题了。可巴西土地完全私有化，资源条件极好，却既有大规模的

贫民窟，又有大量的无地农民参与运动。20多年中，400多无地农民在反抗中被警察和地主武

装打死，受伤的更是不计其数，这是一种暴力性的社会冲突。 

    再看墨西哥，有印第安土著武装控制的一千多个社区的游击区。我到那里的原始森林去，

坐他们的独木舟，住在他们的棚子里，不到那里永远不会明白，为什么资源条件那么好，农

民却会走传统的武装反抗道路。 

    再去印度看看。印度和我们人口接近，现在10亿多，估计再过10年，会跟中国齐平。但印

度的人均可耕地面积比我们多60%，而且气候温润，土壤肥沃，资源条件也比我们强得多。但

在水土资源最好的北方现在却是印度两极分化最严重、农民游击队武装反抗最剧烈的地方，

有的地方1/3以上的山区政府管不着，是游击队控制的。 

    我们计划到2020年全面小康时，达到人均国民收入3000美元，城市化率55%，而墨西哥现

在的城市化率是80%，人均国民收入比我们2020年预计达到的目标还多50%；可为什么还有大

量贫困、大型贫民窟，还有农民战争、社会动乱？巴西城市化率82%，发生金融危机前，曾经

达到人均国民收入近8000美元，是我们2020年要达到目标的两倍多。可巴西为什么也会有全

国性的无地农民运动，每一个大城市周围都是好几个百万人的大型贫民窟？ 

 

小农平均占地的制度效益 

 
    有人说，只要放开市场，充分加入全球化的国际竞争，"三农"问题就会自然解决。也有说，

只要进一步推进土地私有化，问题就解决了。还有说，只要把户口取消了，中国的城市化现

在就可以提高到50%，就已经解决"三农"问题了。听到这样一些云里雾里的说法，觉得有点困

惑。为什么？ 

    第一，我们现在这种农地制度，真实的制度作用是什么？从制度经济学研究问题的角度来

说，是稳定；获取这种制度收益的是这个国家。在如此庞大的人口压力、如此短缺的资源矛

盾之下，仍然能够基本维持安定，靠什么？根本就不可能靠警力。 

    农民在自己本社区基本上不犯大罪，小偷小摸、调戏妇女可能有，但是大的刑事犯罪很

少。为什么？首先是地权在起约束作用。很多基层治理依据的乡规民约都明确，一旦刑事犯

罪，其地权或者村社内部的福利丧失。尤其是在那些有一定工业的乡村，实行的是以"土地为

中心的社区股份合作制"，把村社土地做股，把社区的工业资产也做股，每户都得到股权。这



种制度是经过大多数村民同意的，其中一条约定就是，如果有刑事犯罪，股权取消。 

    其二，传统农村社区是具有血缘和地缘关系的环境，有天生的"低成本"监督的特殊作用，如

果一旦打破社区制约，那么流动人口犯罪必然增加。从1992年前后流动人口开始大量增加，

流动人口犯罪占刑事犯罪的比重从不到50%到现在的超过80%。刑事犯罪发案率进入高峰，不

再是一般规律：随着经济形势好转下降，随着经济箫条上升，有波峰就有波谷；而是进入一

个斜坡式的不断增长。尽管司法部门调整刑事犯罪发案标准，从原来报案50块钱可以立案，

现在500块钱以上才可以立案，是过去的10倍，犯罪率仍然处于高峰。 

    为什么主要是流动人口犯罪？这应该属于一种社会性犯罪，因为大批农村人口离开了社区

财产关系制约，离开了社区血缘关系、地缘关系制约，离土离乡出来后受到歧视，又没有组

织，任何个人的冲动都可能导致犯罪。而且原来是"个体复仇"，现在变成群体性的。例如万州

事件，就是典型的从个体性的冲突演变成群体性的事件，短时间就出现社会暴乱，最后不得

不出动武警，使用催泪瓦斯，橡皮子弹...... 
    农村土地按人口平均分配，按户占有产权，这种中国特色的制度设计拴住了农民人口，使

之不至于形成大规模流动条件下的贫民窟，不至于引发社会性犯罪和动乱。但是流动人口增

加所导致的刑事犯罪增加是必然规律，不是教育问题、法制建设问题。所谓约束，在农村社

区内部是自然天成的，而一旦变成流动人口，进入所谓现代社会之后，必须有一个庞大的警

察制度维系的社会治理，导致高成本的政治制度，但那也未必能管得住。 

    人们说美国的制度好，我去美国十多趟了，有一回开车迷了路，在一个小区里转不出来，

转了刚第二圈，两辆警车把我截住。他怎么知道我在那儿转呢？可见警察系统很灵敏。还有

一回我过十字路口，稍微速度慢了一点，被别人撞了，我下来刚想跟他"理论"几句，警车来

了。谁报案了？警察登记后是保险公司来解决问题。现代法治社会就是靠这种警制维持，高

效，却也是极高成本的。 

    法治社会靠警制支撑。如果照搬这种事情，我们有钱撑得起高成本的警制吗？没有警制，

这套现代法治怎么玩？所以我们看农村问题不能就事论事，单纯谈中国的农业问题谈不清

楚。小农平均占用土地这种基本制度的作用根本就不在农业上，而在维持社会基本安定，这

是它最大的制度效益。 

    20世纪前50年打了三次仗，后50年经历了三次所谓改良式的改革，为什么领导人都坚持给

农民平均分地，而且说"土地不许动"？领导人明白，动则大乱。只要不去夺农民的地，不去抢

人家媳妇，不给人加重负担，农民就不反抗，大部分是在村里呆着。这是一个多大的社会蓄

水池，蓄积着多少矛盾不爆发？ 

    中国现在13亿人口，将来16亿。这个社会矛盾只会不断增加、不断恶化。谁能稳得住，那

是天大的本事。老外不用这样稳，过剩的人口经过殖民化转移出去了。中国人有这本事往外

转移吗，没有，只能在这么点地方容纳十几亿人。十几亿人口如果是在欧洲，早打翻天了，

在中国却没打翻天，最大的一个稳定器就是现在的土地制度。 

 

城市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 

 

    1980年代时，北京户口值多少钱？无价。1990年代初北京郊区一个户口卖20万，那是等价

交换，意味着一个人进城带来的城市财政增加对你的开支，包括交通、教育、医疗、社保

等，大体等值20万。为什么一般的中小城市的户口价值等而下之？因为政府能够提供的财政

保障是越来越低的，到县以下基本没有了。再后来，县以下放开户口也没人愿意要了。了解

了这些过程再看，城乡二元结构难道就是个户口问题吗？不是，是户口背后隐含着一系列的

城市体制问题。城市的体制没有深化改革，如果简单地取消户口，带来的问题往往大于解决

的问题。 

    不能简单化地给"三农"问题开药方。 

    有人说，只要我们尊重农民意愿......我做了20多年农村调查，也长期强调尊重农民意愿，可

是不能绝对化。同理，也不能简单地看是否在理念上认同给农民以国民待遇。 

    中国的"三农"问题将会长期存在，直到2020年全面小康目标达到，也未必能实现预期的城市

化目标，不妨以十五计划执行头三年为例。 

    中央给国家十五计划提供的指导意见中，首次强调"以人为本"。后来的十五计划提出每年新

增就业至少应该比新增人口多，那时新增人口大约1100万，所以提出每年新增就业1200万。

可十五计划执行三年了，经济高速增长，到2003年达到9.4，国外的分析甚至认为是13点以



上，但是，新增就业每年却是下降的。十五第一年大概1000万多一点，第二年降到900多万，

2003年尽管GDP增长率最高，但就业不到900万。2004年GDP达到9.6，就业才略有增加。 

    连经济高增长都并没有带动就业增加，那城市化率怎么提高？近年来所谓城市化加快的结

果，却造成数以千万的农民失地和城乡差别的进一步加大。所以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户口问

题，背后隐含了大量的城市体制问题和经济增长方式问题。 

    2004年出现的民工荒延续到了2005年，国内外的人们都很奇怪，既然中国劳动力过剩，怎

么会出现民工荒呢？客观上，到东南沿海地区打工的人数总量并没下降，出现民工荒是因为

有些企业过分压榨了民工的劳动剩余价值。尽管今天在理论上不再讲剩余价值。但是城市人

的人均收入这十几年来提高了多少？至少是成倍增长了；可农民工的工资呢，据说广东做了

调查：12年只增长了86块钱。而物价呢？此外，延长工时算不算，假日不给休息算不算，这

些都没有算进去。不管理论界怎么说，最终还是导致民工得到的收入，连起码的住房、起码

的生活开支都不够，由于收入低到维持一个劳动力简单再生产都不够，所以他不干了。 

    农民工不干了，还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现在广东这一带大量犯罪，拦劫大巴，抢人，街

上杀人......警察即使不消极怠工，也难以控制局面。继续这样下去国无宁日。今天的很多问题

事件，引起中央高度重视。接着又出现长沙那个毫无道理的爆炸，无辜的人牺牲生命。人如

果长期被歧视，像陀斯妥也夫斯基写的那个《被侮辱被损害的》，就要搞反社会行动，类似

这种事情不胜枚举。 

    有鉴于此，我们面对的不是一个简单的"三农"问题，进入新世纪以后，它已经是一个重大的

战略问题，已经是关乎中华民族能不能稳定地可持续地走下去的问题。因此才不能信邪，别

简单化、庸俗化的去信那些万金油或者灵丹妙药，不妨先重视地方的实践，为基层多做一点

实事。 

    现在中央采取的措施可以称为"均田免赋"，有利于农民休养生息。但农业税一旦取消以后，

基层治理将弱化，乡村债务问题也将爆发。这时候，农村各种非正规组织，包括家族势力、

流氓或者黑恶势力，可能趁虚而入。这时候，如果我们不抓紧帮农民发育健康的社会中介组

织，农村怕就稳不住。 

    因此，一方面要把科学发展观这个重大战略转变落到实处；另一方面要稳住农村。只有

把"三农"困境缓解了，中国才过得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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